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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社会发展】

“特色”建构的多元主体与多元阐释

———基于旭日村满族特色小镇的案例研究

郑中玉，于文洁

（哈尔滨工业大学 社会学系，黑龙江 哈尔滨 １５０００１）

摘 　 要：现有研究倾向于讨论特色小镇的特色应该如何规划，强调产业和地方文化的特色要素选择。
但鲜有注意特色本身并不是一成不变、自然而然的共识，特色建构中存在多元建构主体和多元阐释

方式。 在一个满族特色小镇的建设个案中，研究发现存在三种特色建构与阐释的主体和两大类特

色。 其中地方精英基于项目制建构的杂糅特色和技术精英基于历史遗迹建构的满族特色，都是合法

的官方阐释。 本地社区居民集中在“城－乡”二元话语框架下，将本地特色阐释为乡村特色，但它并不

是特色小镇的合法性话语。 最终，特色小镇建设更多的只是一种项目制运作的结果，倾向于脱离本

地社区文化和日常生活。 需要思考的是，特色小镇建设如何将特色建构及其运作与社区营造和地方

性文化的再嵌入相结合，让村民成为特色建构的参与者，以促进地方文化的传承与再生产。
关键词：特色小镇；特色建构；官方特色；地方文化；特色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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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 ４０ 多年来，我国城镇化水平从 １９７８ 年的 １９． ７％快速提高到 ２０１８ 年的 ５９． ６％，
２０１９ 年更是首次突破 ６０％ ［１］ 。 快速城镇化使我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
也伴随着中小城镇的发展缓慢和农村的空心化 ［２］ 。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卓有成效的特色小镇

模式迅速从浙江向全国推广，该模式力图集聚特色产业、融合生产和生活、打造“非镇非区”的

创新创业平台 ［３］ 。 特色小镇既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也是一种社会治理模式，承担着文化和社

区的功能 ［４］ 。 同时它也是打通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两大战略的支撑点，以及城乡融合发展的

重要载体 ［５］ 。 当前我国的特色小镇建设已取得一定成效，涌现出一批精品小镇，但部分特色小

镇还存在概念混淆、内涵不清、主导产业薄弱等问题①。
关于特色小镇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两种立场上。 一种立场是从产业经济的角度分析特色建

构。 有学者将特色小镇看作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一种产业空间组织形式，指出特色产业的选

择应当综合考虑区域历史人文环境、经济、产业和资源等因素 ［６］ ，特色的建构要立足本地资源、
遵循产业发展规律、融入现代科技和本地文化要素 ［７］ 。 还有学者把特色小镇看作是“集产业、
基础设施、人文社区、自然环境、文化历史于一体的空间发展平台，是众多要素融合的有机整

体” ［８］ ，认为聚集这些要素并引入先进理念和现代要素，有利于特色小镇的发展。 另一种立场

则从社会文化角度，认为特色小镇既是一种发展平台，又是一种新型共同体，以特色文化为纽

６３

　 　



带 ［９］ 。 过度强调经济特色和建设中的产业导向，可能会导致特色小镇有特色无灵魂；特色既是

产业的特色，也应当是生活形态的特色 ［１０］ 。 所以，特色小镇的建设要符合我国国情的文化动因

以及小镇居民的生活方式 ［１１］ 。 而特色的选择也应根植于自然资源禀赋、社会资本基础、市场需

求偏好等方面；从精神层面解读特色小镇，尊重小镇的历史与未来并精准提炼特色；必须深入挖

掘特色小镇中的历史文化资源，“融入生态文化、历史文化、民俗文化等元素，形成特色文化品

牌，方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１２－１３］ 。
不过，以上表述只关注了应该建设“什么” （特色） ，却没有指明由“谁”来建设，即特色小镇

建设的行动主体。 学者们关注特色应该是什么，似乎存在一种关于地方特色自然而然的共识。
不过，地方文化特色本身既没有唯一答案，也不存在唯一呈现方式。 一些研究已经表明，在对历

史和集体记忆形成共识的过程中包含了不同群体间的协商与冲突，不同群体会采取不同的方式

来重构地方历史，理解地方意义 ［１４］ 。 特别是当文化成为塑造特色的战略工具时，地方特色更可

能成为营销资源，而不是地方生活的代表；地方生活状况甚至会被有选择地过滤 ［１５］ 。 将文化遗

产进行旅游开发时，有关地方和文化的复杂意义往往会转化为简单的商业符号，而对文化意义

的简化会造成一系列冲突，因此呈现为一种多元的政治过程 ［１６］ 。 有鉴于此，我们需要在思维上

做出一些转变：也许并不存在统一的地方文化，而需要讨论的是多重文化以及文化的融合与协

调 ［１７］２８３。 当文化成为经济基础和控制城市的有力手段时，佐金发出“谁的文化？ 谁的城市？”的

警示 ［１７］４４－４５。 而在特色的建构中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谁的小镇？ 谁的特色？”在这种情况下，
特色建构与要素选择可能并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作为特色的地方文化要素可能会被进行不同

的阐释，其中涉及不同群体的文化权利问题。
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对一个满族特色小镇进行了田野研究。 该小镇所在的旭日村（化名）

人口约 ５０００ 人，满族人口约占总人口的 ６７％。 ２１ 世纪以来，该村先后经历了新农村、美丽乡

村、特色村寨和特色小镇等国家政策引导下的乡村社会工程建设项目：在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 年，旭日

村申请并获批为“新农村建设示范村” ，建设内容为改善居住环境、修路、发展大棚种植蘑菇、养
牛和农家乐。 实际上，这也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旭日村建设的主要内容。 美丽乡村建设始于

２０１０ 年，表现为改善居住环境、修缮基础设施和以农家乐为主的乡村旅游。 这一项目也与新农

村建设在内容上多有重叠。 ２０１４ 年，旭日村筹划并在运粮河边兴建了满族村寨。 ２０１６ 年被批

准命名为“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 ２０１７ 年，满族小镇获批为“省级特色小镇” 。 为了申报国

家级特色小镇，乡里聘请了专业规划师团队进行规划。 满族小镇建设的实际主体是村干部，而
国家级特色小镇的申请材料由规划师负责。 由此，基于以村干部为代表的地方精英和以规划师

为代表的技术精英两类主体，形成了精英视野中的两种官方特色。
本文研究发现了不同类型的行动者对特色的多元阐释，揭示出特色建构中文化政治的复杂

性。 这种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地方发展叙事并不稀奇，但是特色的阐释和建构确实表

明地方特色的凝聚本身包含一种文化权力的展现，这远远超出村庄场域中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

及其产生利益冲突的传统议题。 此种文化权力突出表现为：当地方文化作为一种发展策略，谁
对于特色文化的理解被合法化，进而有能力实施对地方特色文化要素的选择、界定和重构成为

一个关于地方文化的政治问题。 在后工业化背景下的中国城乡发展过程中，当文化传承和文化

经济成为一种发展话语，文化权力和由此凸显出来的特定群体的文化权利必将迅速进入人们的

视野。

二、精英视野中的官方特色

村干部和规划师都把小镇的特色定位为宋代以来的满族文化，不过二者视野中的满族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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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不尽相同。 地方精英在项目制的推动下，创建了一种包含满与汉、传统与现代的满族特色；而
技术精英则基于当地的历史遗迹，意图再现历史上的满族特色。

（一）项目驱动下的满族特色建构

１．旅游产业视野下杂糅的满族特色

旭日村虽是满族村，但满族村寨是因国家政策推动而建的。 ２０１３ 年，国家民委提出保护和

发展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并于 ２０１４ 年对部分村寨进行命名和挂牌①。 ２０１４ 年，旭日村所在市的

民委计划建设满族村寨。 通过对周边已经建成特色村寨的满族聚居区进行考察，村干部认为村

寨要有自己的特色。 鉴于周边村寨都采用现在村民住的砖房，旭日村决定重建改革开放前村民

居住的泥草房作为特色，以展现先人的生活状况。
除泥草房外，满族村寨还包括周边的运粮河以及已建成的河边广场。 据考证，运粮河最初

由金兀术主持开凿，用于运输粮食和物资，也称“金兀术运粮河” ，是文化内涵丰富的千年古河。
运粮河曾一度淤断，如今旭日村的这一段经过疏通，还保有较为开阔的河面。 河边安装了一条

通往河中心小岛的铁索桥，方便游客观光。 一方面，村干部认为旭日村深受运粮河文化的影响，
“以历史真实脉络为主体，借助各种民间传说、故事和演绎构成了运粮河流域的文化脉络”②；另
一方面，却既无法言明运粮河文化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文化，也没能给出展示这一文化的活动。
有关泥草房和运粮河的旅游设计，虽然在表述中一再提到满族特色，但其内核是农家乐式的旅

游。 比如，在村干部组织撰写的材料中提到，“发展农家游、让游客体味满族的饮食，以此展现鲜

明的满族民俗特点” ，“打造吃、住、游于一体的‘民族为根、民俗为魂、绿色为韵’的满族旅游

村”③。 另外，之前村里经营采摘的企业借助媒体宣传采摘活动，村干部也将采摘活动纳入特色

村寨，把民族、民俗旅游和田园旅游相结合。 而在反思现有建设的不足时，材料中也指出，“满族

村寨只是初级的住宿、演艺、餐饮方面的，夏季游乐设施不齐全，满族历史氛围不浓厚”④。 村干

部为游客设计了一整天的行程：白天登上铁索桥到河中央的小岛，可以体验桥体摇晃带来的刺

激感，也可以游泳和垂钓、欣赏运粮河风光；晚上则在河边广场的空地上围着篝火跳舞。
颇具历史渊源的“萨满舞”⑤是满族村寨文化的体现。 村里老人也提到了萨满舞在古代战

争和祭祀中的重要作用，不过其在村里的主要功能是“降神治病” 。 在特色规划中，村干部设计

了两种萨满舞表演。 一种是多人萨满舞，由村文化队中的一位负责人设计。 为了区别于其他村

寨的表演，舞者由之前跳广场舞和扭秧歌的村文化队而非专业舞者组成。 其中的舞步、服饰和

道具则是参照网上萨满舞表演的视频进行设计。 村民们身着粉色或绿色的衣服，敲击手里的红

鼓，如广场舞般展示整齐的舞步，该表演力图营造一种热闹的氛围。 另一种是“大神”和“二大

神”跳的三人萨满舞。 这种萨满舞是由用于“治病”的萨满舞改编而来，保留了“降神”的大部分

形式，由村里从事原始萨满舞的三位老人展示。 村干部将萨满舞定义为“古老的满族文化和民

族文化活动”⑥，还说“三位老人对满族传统的萨满舞很有研究，他们的舞蹈带有神秘、肃穆感，
让游客对满族文化有所了解”⑦。 不过，村干部希望这种萨满舞能成为本村文化的体现，但又不

能表现“驱邪” “治病”等“迷信”功能。 为了消除其“迷信”属性，村干部修改了“降神”的唱词，
增加了诸如“建广场、路灯亮，马路宽、人欢唱”这样描述和赞颂改革开放成就的唱词。 三人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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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舞的演出次数远少于多人萨满舞，除非游客提出想看历史上的萨满舞，否则表演的都是多人

萨满舞。
满族村寨与村里以往建设的最大不同就是突出满族特色，满族小镇也承接了这种特色建设

项目。 村干部将特色村寨的主要建设内容归纳为：改善居住环境，兴建具有满族特色的民居和

旅游区。 其中修建“河边广场” 、组建文化队、经营采摘等，是以往乡村发展已完成的内容；而泥

草房、赋予运粮河历史意义、萨满舞表演则是项目中的新增内容。 在满族村寨建设的几年里，村
干部又承接了特色小镇的建设工作。 满族村寨建设中的泥草房、运粮河与萨满舞也因此成为特

色小镇中满族特色的代表。 满族村寨与满族特色小镇的建设在时间和内容上都存在重叠。
２．项目制与特色建构的路径依赖

尽管满族特色是两个项目的建设重点，但欣赏运粮河风光、垂钓、住泥草房、围着篝火跳舞

等活动与其说体现满族特色，不如说是农家乐式的旅游。 这种“名不副实”其实是项目制带来

的后果。 作为一种典型的技术治理机制，理性化是其基本精神，技术化和规范化是其主要特征，
基层治理的项目化则是普遍后果 ［１８］ 。 项目制既是一种体制，也是能够促使体制运转的机制，决
定着国家、社会和个人如何构建决策和行动的策略 ［１９］ 。 想要获得政府资金进行乡村建设，就要

申请项目。 项目内容越丰富，就越可能得到支持。 为此，村干部会尽量将之前的建设内容放进

新项目，以增加获得支持的可能性。 这就造成了后建项目对前序内容的路径依赖，农家乐在项

目之间的连续性就清晰体现了这种路径依赖：一方面，新农村和美丽乡村建设都包含了已在村

里出现的农家乐；后续的满族村寨和满族小镇在内容上虽然增加了满族特色元素，但同时也在

发展农家乐。 另一方面，村里一直在进行改善基础设施和居住环境的现代化建设，只是不同项

目在表述上略有差异，在新农村建设时期表述为改善居住环境、修路，而在美丽乡村建设时期则

是改善居住环境、修缮基础设施。 后续村干部开始强调满族传统，同时希望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能够以某种形式体现在当前建设中，所以他们试图借助萨满舞展现旭日村的现代农村形象。 地

方建设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而在项目制下，每个项目都倾向于将已有的建设内容囊括其中，并用

当前项目的话语重新表达。
在新农村项目建设中，满族特色是突生的和外部植入的元素，由国家民委和地方政府的政

策推动而非基层自主生成。 满族村寨建设与民族事务和农村经济发展有关，“通过满族村寨这

一平台，广泛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活动，不断推进民族工作社会化，使全乡呈现出各民族团结

和睦、民族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的可喜局面”①。 但其实在村寨建设之前，村里并没有民族问题，
甚至没有民族特色与差别。 修整运粮河沿岸也只是为了改善环境，而非保护满族文化。 但当满

族村寨开始建设，旭日村就从普通农村变成了各民族团结和睦的农村，运粮河也转而成了满族

文化的载体。 旭日村的满族特色是由特定项目推动产生，而后续的满族小镇建设则体现了对满

族村寨建设成果的延续。 具体建设项目多有重叠，但不同阶段的不同话语重新表述，重组和建

构了这些项目的实质。
（二）基于遗迹的满族特色：规划精英的特色建构

国家级特色小镇的申报需要更为专业的规划文本，于是村里聘请规划师来进行更加细致的

设计。 由此，规划师与村干部成为官方特色阐释中互不干涉的两个主体。 规划师的设计并不存

在对前序项目的路径依赖，而是根据村里的两个历史遗迹，希望通过组织再现宋代运粮河上漕

运、战争景象，及展出和讲解清代“建屯规制”等方式来展现满族特色。
１．“再现”的满族特色

同样是把小镇特色解释为满族特色，规划师却不认同村干部的阐释。 规划师认为，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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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很好地展示出满族文化；村寨里的泥草房是为了发展旅游而建，并不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运
粮河虽为宋代女真人所建，是满族文化的体现，但村里没有宣传运粮河的历史；周边城市的人即

使听说过运粮河，也不知道主持开凿此河的就是金兀术。 与地方精英对前序项目的路径依赖不

同，规划师的设计宗旨是将遗迹背后的历史和满族文化挖掘出来，进而向来这里的人展示。
规划师计划基于两处遗迹来再现历史上的满族特色。 首先选定的是村干部口中的千年古

河———运粮河。 由于运粮河可能是金兀术主持开凿的，当年女真人曾在这条河上运粮，这使得

它成为兼具历史性和少数民族特性的文化载体。 规划师试图通过表演的方式，再现宋金时期的

漕运和战争景象以及金国时期女真人的生活。 对这些场景的展演，虽然是在演戏，但也是一种

再现的方式。 运粮河曾具有漕运功能，所以规划师设计利用船队在河上表演来再现金国人运输

粮食的场景；另外，还将对运粮河修建的主持者金兀术的历史进行深入挖掘，设计表演一些与运

粮河有关的战争景象。 除运粮河之外，规划师还试图挖掘清代“京旗移驻”中的满族特色。 旭

日村的形成可以追溯到 １８２０ 年盛京一带的“京旗”２４ 户移民①。 通过对照地图上清代满族移民

建屯的位置，规划师发现这一地区的建屯存在一定规则：从地图上看，这些屯呈一朵梅花状，即
头屯在花心的位置，而二、三、四、五屯则逆时针地构成了四片“花瓣” 。 目前，在满族特色小镇

的范围内，虽然只包括一半梅花形的“建屯规制” ，但这种“建屯规制”是历史上存在并且是满族

移民的产物，所以通过展出“建屯规制” ，也能使游客感受到特色小镇中的满族特色。
２．“纪念馆式”展演

规划师设计了许多再现满族人民生活的展演，不过这些展演试图展现的都是村子的“曾经”
而非“当下” 。 运粮河上再现运粮场景，运河岸边演出的古人生活和战争片段，解说人员对遗迹

和历史的讲述，都使游客仿佛置身于一幢满族文化纪念馆。 其中那些让人身临其境的特色既来

自宋代在此生活的女真人，也来自清代迁居于此的满族“京旗” ，却唯独与当下的村民无关。 让

人身临其境的真实感与日常生活无关。 事实上，旅游景点常被游客看作是过去事件、时代或生

活方式的记号或能指，而非当代产品。 在这里，旅游目的地的真实感被等同于传统 ［２０］ 。 不过，
旅游目的地毕竟不是纪念馆，对地方特色的阐释也不能仅仅像纪念馆那样，将小镇的过去陈列

和表演出来。 我们反对纪念馆式展演，因为地方是由人构成的，而人总是活在当下。 如果为了

迎合游客喜好而一味地展演过去，那么特色小镇将变成对当前生活无益、甚至可能有害的“纪念

馆小镇” 。 比如有研究发现，因为游客喜欢观看古老的捕鱼方式，认为真正的渔村应当使用古老

的方式捕鱼，所以滨海小镇的渔民就逐渐放弃了当前更为便利的渔具，而这也影响了当地渔业

的发展 ［２１］ 。 其实规划师与村干部也都意识到由于当地满族与汉族长期混居，旭日村中的满族

特色十分有限，他们对特色的阐释都不是基于生活，而是基于游客期待。 正是因为满族村与东

北其他农村没有太大的差别，所以才需要借助展演和再现，来建构满族小镇的特色。 “我们的规

划是基于旭日村的现状，看它（旭日村）还有什么欠缺，我们给它补足。”而上文中村干部提到的

反映“先人的生活状况”的泥草房与“千年古河”运粮河的历史，同样与当下无关。
展演、再现，抑或是制造区分，这些阐释都是游客导向的或旅游化的规划。 他们向游客展演

和再现满族文化，并希望游客在这里能获得不同于其他满族村寨的差异化体验。 但是，与当下

生活无关的阐释可能导致地方特色的异化。 游客所追求的真实感实际上有不同的面向，它既可

以来源于被参观的客体，也可以来自游客的体验 ［２２］ 。 客体或场所的真实感嵌入传统，而体验的

真实感则要求融入氛围 ［２３］ 。 在特色小镇规划中，规划师基于有历史渊源的客体，而村干部则试

图展现农家的氛围。 从理论上说，两种设计都有其合法性，只不过这两种诠释都没有关涉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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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套用 Ｍａｃｃａｎｎｅｌｌ［２４］ 有关“舞台真实感” 的论述，游客认为自己看到的是满族小镇的 “幕

后” ，但其实只是从一个“台前” （景点）辗转到另一个“台前” （展演） 。 更重要的是，如果把游客

的想象作为衡量地方真实性的标准，那么就可能导致展演的地方特色与当下时空相脱节 ［２５］ ，以
及地方特色的“他者化”和“差异化” ［２０，２６］ 。 为了增强地方的“他者感”和与日常生活保持的“差

异感” ，有些地方甚至会让游客接触不常见的场景，使他们感到迷惑，进而使旅游者体验似乎更

加充分的旅游“真实” ［２７］ 。 但这种脱离地方实际的真实感反而会消解该地方的真实感 ［２８］ 。 地

方特色应该是本地人生活的特色，但依游客想象而重塑，以保护地方特色之名，锻造了与当下地

方生活无关的特色；甚至还可能像前文提到的“纪念馆”渔村那样，阻碍本地发展。

三、社区视野中的乡村特色与官方特色

两种正式文本中的特色表达所呈现的民族与历史特色，并不是旭日村特色话语和实践的全

部内容。 在官方特色背后，还存在着由本地村民建构的、面向城市居民的民间特色表达。 同时，
官方特色在本地社区视野中，也呈现了完全不同的样貌。

（一）城市主义想象中的乡村

村民倾向于从乡村而非满族人的视角向外地人或游客表达所谓的地方特色文化。 他们并

不认为旭日村与周边其他以汉族人口为主的村子有什么不同。 村民视野中的地方特色，比如煮

玉米、黏豆包这些在东北农村常见的食物以及农家鸡、笨鸡蛋、绿色果蔬、田园风光等特色表述

都充满了与城市相区别的乡间气息。 村民在与城市居民的交往中意识到城市人对农村特色的

想象或认知。 如农家鸡、笨鸡蛋、小园儿蔬菜，是特别绿色、特别健康的东西。 村民强调在农村

居住的好处：风景好、空气清新，还可以在房前屋后种一些不施化肥的蔬菜瓜果，即城里人都喜

欢的小园儿蔬菜。 不需要统一的规划，村民就学会了把客人请进家，请他们吃农家食物，向他们

展示乡村生活。 因此，农家乐旅游实际上是村民基于城市对农村的想象进而自发自组织选择的

结果。
不过，村民并没有展示乡村生活的全貌，而是选择性地展现自己的生活，他们展示的地方特

色是基于城市对乡村的想象。 在农村，鸡的养殖方式并不能保证就是人们想象的“农家小笨

鸡” 。 一般情况下，农家自己园子里的蔬菜基本上倾向于施农家肥而不是化肥，但并不是所有的

农家蔬菜都是有机的。 有时候“绿色”只是一种城市对乡村生活的“赋魅” 。 乡村通过城市对乡

村的想象了解到自己“应当的”模样。 人们把乡村看作是一个逃避世俗喧嚣的隐退之地，仿佛

城市与乡村分别站在了世俗与自然的两边，似乎在乡村生活就不存在城市中的种种问题 ［２９］ 。
对“真实”乡村的追求，其实也是逃离现代社会，回归某种亲密共同体的方式 ［３０］ 。 把乡村和城市

看作纯真与世俗、亲密与疏离、传统与现代的对立，这一认知来自城市对乡村的想象。 尽管乡村

与城市并非泾渭分明，村里也不是只有绿色与平和，但在与城市居民交往的过程中，村民还是会

有意识地展示乡村中符合想象的部分，因为这既有助于增加自己的经济收益，也有利于增进与

城市居民的社会交往。 如果我们在这一框架下回看村干部对满族特色的阐释，就会发现：在满

族特色中掺杂农家乐，这种看似“不伦不类”的组合同样蕴含着城市对乡村的想象；无论是观看

热闹欢腾的萨满舞表演、住复建的泥草房，还是和村民一起围着篝火跳舞，村干部的满族特色在

努力地营造一种氛围，这种氛围所展现的正是乡村以为城市希望看到的亲密、传统和纯真。
（二）村民视角下的官方特色

虽然精英群体创建和再现的满族特色脱离本地当下生活，但基于项目或遗迹的官方特色确

实包含着一些地方性元素。 那么村民如何理解这些地方性元素？ 这些元素又在村民生活中扮

演着怎样的角色？ 我们可以从村民视角出发，以运粮河与萨满舞为例来探究本地社区对所谓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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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特色的理解和实践。
相较于运粮河的历史和满族特色，村民更关注运粮河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 对他们来说，

运粮河就是一条小河，存在于日常生活和集体记忆中。 在成为满族特色的代表之前，运粮河岸

边原本是一片“荒甸子”和一座不高的“荒山” 。 以“荒”字冠名，表面上看是无用之地，其实除了

生长着很多野菜和野生柿子等野果子之外，“荒甸子”和“荒山”也是孩子们放学后聚集的公共

空间。 公共空间的生产，不仅涉及经济学和美学，也是在创造地方形象和社会认同 ［１７］２７。 “荒甸

子”和“荒山”可能不具有经济学和美学上的价值，却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在群体活动中进行社

会化的安全场所。
然而脱离日常生活的旅游开发并没能注意到“荒地”作为公共空间的社会作用。 当运粮河

及其周边被改造为旅游区，曾经的“荒地”成了“河边广场” 。 这种工程化的推进方式没有考虑

到“荒甸子”和“荒山”的生活功能，却把荒野看作有待清除之物，原因是它阻碍了运粮河及其周

边成为现代旅游景点。 改造运粮河的出发点虽然是保存其地方特色，但在具体实施中陷入了

“科学林业”似的简单化视角，即以能否带来经济收益为准绳，将自然中的植物分为农作物和杂

草，并将自然剪裁成符合规划者审美的、标准化的样式 ［３１］ 。 这一视角最终导致了森林多种功能

的丧失，因为它扰乱了自然在漫长时间中形成的微妙平衡。 与此相似，对人地关系的简单化，大
大削弱了运粮河与村民之间的联结，运粮河也慢慢淡出村民的生活。 此外，改造后的运粮河及

其周边成为一个独立于村子的旅游区。 尽管村民都知道，运粮河周边修整得十分整洁，但那里

需要绕路才能到达，所以并不是村民休息、交往和活动的理想场所。 干净整洁的旅游区虽然在

设计上和城市中的许多健身广场类似，但并没有起到城市社区健身广场所具有的那种活跃社区

的社会作用。 修整运粮河、安装健身器材都可以看作是村干部为推动乡村现代化而进行的努

力，但新技术如果不能融入旧系统，就只会是一种孤立的、现代思想的象征，而不是真正的现代

化 ［３２］ 。 由此，经过修整的运粮河及其周围作为公共空间的社会作用，已然消失殆尽。
萨满舞作为满族特色的另一个代表，在村民生活中并不是满族文化，而是作为“治病”的手

段或者“迷信”而存在。 村民认为，跳萨满舞就是类似于汉族的迷信活动———“跳大神” ，他们并

没有把萨满舞与满族以及萨满教联系在一起。 官方话语并没有影响村民对萨满舞的看法和实

践。 为什么官方话语中的“文化” ，在实践中却是旨在“治病”的“迷信” ？ 民间活动被认定为文

化还是迷信，一般取决于官方对这项活动的判断。 因为文化遗产概念的排他性，决定了那些无

法被博物馆或旅游策略吸纳的，就可能沦为与现代性关系不大的文化因素，甚至成为被排斥的

“异端” ［３３］ 。 在传统文化选择的过程中，国家想要保留的部分被定性为“宗教” ，想要铲除的部

分则被定性为“迷信” ［３４］ 。 所以理论上当萨满舞成为满族特色的代表，它就告别了以往“迷信”
的形象，成为文化遗产和原始宗教仪式。 但实践中的萨满舞还是部分地被视为“迷信” ，它并没

有因成为满族特色的代表而被“正名” 。 或者说，对萨满舞的“正名”只在面向游客重构了的萨

满舞，这种“正名”并不涉及本地社区。
总之，与正式文本中的地方特色强调民族和地方历史的文化特色相对，本地村民是从“城

市－乡村”二元论来理解地方特色的。 但是这种乡土特色实际上是同质化的，并不具有多少地

方性因素。 除了萨满舞的文化元素方面，地方社区与精英的正式规划文本之间存在理解上的差

异之外，他们对正式文本中的所谓特色，无论是民族文化还是地方历史都缺乏认知。 对于村民

而言，正式文本中历史悠久的运粮河只是日常生活空间和集体记忆中的一条“河” ，萨满舞也被

工具性地理解为一种“治病”的手段。 特色小镇项目对特色要素的选择和重构完全脱离了村民

的日常生活和集体记忆。 最终，特色小镇的特色规划与实施完全悬浮于地方社区生活之上，而
非基于对地方文化的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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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满族特色小镇项目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地方特色并不简单是一个应然的问题，并
不存在各方群体自然而然的文化共识。 不同行动主体从多元的制度、文化和历史素材框中抽取

特定元素构建自己对于特色的阐释，存在不同群体对地方特色的不同想象。 项目制及由此引发

的路径依赖，使地方精英创建了包含民族特色、不同阶段乡村建设成果的杂糅特色。 出于技术

治理的需要，规划师的规划文本强调对本地满族历史和遗迹的再现。 村民则对所谓民族文化和

历史遗迹缺乏认知，倾向于从“城－乡”二元对立的话语出发突出乡村特色。 一方面，精英群体

从项目或技术角度对地方特色元素的选择与重构，并没有关联集体记忆；另一方面，本地社区对

地方历史和民族文化缺乏认知，倾向于基于日常生活世界来解读运粮河和萨满舞等官方特色。
尽管存在不同立场和阐释，精英叙事与当下社区叙事相脱离，但是特色小镇建设没有发生像其

他项目进村时可能出现的基于利益冲突的集体行动。 这其中有一些深层原因需要澄清。
其一，地方精英和技术精英都倾向于基于斯科特所说的“简单化和清晰化视角”来阐释和运

作地方特色文化。 作为特色小镇的主要操作者，村主任张某十几岁就随长辈外出经商，并创办

了小额贷款公司等企业。 在新农村建设后，张某回到了“离别十几载的故乡” ，通过竞选成为村

主任。 他的经济获利方式和生活早已脱离了乡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村民，也很难与本地社区

建立紧密的联结。 其实像他这样远离本地社区的地方精英并不少见。 村里的村民首先选择到

周边城市购房居住，其次选择去城市郊区，再次到县里，最后才是村里。 以村干部为代表的地方

精英即使还具有村民的身份、保有在村的土地，但已经类似“不在村的地主” 。 他们在经济与生

活上与本地社区脱离，造成了与本地社区联结纽带的断裂。 这使得他们最终和技术精英一样脱

嵌于地方生活，使得特色小镇缺乏社区参与，也缺乏将特色规划与地方文化再生产相联系的意

识。 在项目制下，村干部脱离了国家和乡村社会的双重规制，是交际能力强、关系网络广、能跑

项目的“新代理人” ［３５］ 。 这使得村干部可能更倾向于从国家的视角出发，只关注少数的要素和

指标，进而将复杂的地方历史和文化进行简单化处理，以便赢得国家主导的各种乡村建设项目。
其二，满族特色及其历史已经在当地缺乏系统传承，本地人（当然包括地方精英）对运粮河

和满族文化缺乏认知，因此作为文化主体的村民并没有意识到文化权利受到损害。 文化的断裂

造成地方传统和民族文化无论如何阐释或重构都倾向于远离当下社区集体记忆。 在这种情况

下，对于村民而言，特色小镇对地方文化的重新阐释似乎就是一个与己无关的事务，只是一个乡

村建设项目文本中对地方文化元素的选择、组合与建构，类似一种语言游戏。
其三，特色小镇规划没有损害村民既有利益。 一般意义上，农村发展中产生利益冲突的项

目大多与耕地或宅基地有关 ［３６－３７］ 。 旭日村满族小镇的建设是在曾经的“荒甸子”和“荒山”这

些缺乏明确用途的公共用地上开展。 历史和文化在传承上的断裂也使得村民对特色文化的阐

释与重构缺乏足够的文化权利意识。 与此同时，特色小镇建设发展的乡村旅游反而为村民提供

了部分就业岗位，诸多项目也为村民谋得福利，改善了村民生活环境。 因此，如果不考虑地方特

色和民族文化复杂性的丧失，特色小镇项目也许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帕累托最优的方案。
总之，无论是地方精英基于项目制的延续与保持差异的本能，还是规划师基于历史客观性

的立场，最终使得正式规划脱嵌于本地社区的日常生活，旅游化的地方特色失去了社区存在的

基础和文化认同。 进一步的乡村建设需要努力将社区参与纳入文化规划过程，促使作为特色的

文化和历史与本地社区相融合；需要权衡借助项目而形成的地方性，对本地社区当下的日常生

活、地方和族群认同，以及地方传统和文化的再生产有着怎样的影响。 最终，想要使特色小镇建

设真正能够促进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就需要将特色的规划与实施同社区的营造和培育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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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结合起来，尊重本地社区居民的文化权利，使他们摆脱旁观者的角色，成为特色小镇建设的

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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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出版社，２０００，３８．
［３４］程美宝 ．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 观的形成［Ｍ］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２００６：２２６－２７５．
［３５］李祖佩 ．“新代理人” ：项目进村中的村治主体研究［ Ｊ］ ．社会，２０１６，３６（３） ：１６７－１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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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２０１１（４） ：１２６－１４８．
［３７］桂华 ．项目制与农村公共品供给体制分析———以农地整治为例［ Ｊ］ ．政治学研究，２０１４（４） ：５０－６２．

（责任编辑：李凌）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ａ Ｍａｎｃｈｕ⁃ｆｅａｔｕｒｅｄ Ｔｏｗｎ

ＺＨＥＮＧ Ｚｈｏｎｇｙｕ， ＹＵ Ｗｅｎｊｉｅ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ｅｎｄ ｔｏ ｄｉｓｃｕｓｓ ｈｏｗ ｔｏ ｄｅｓｉｇｎ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ｏｒ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ｏｗｎｓ ｗｉｔｈ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 ｔｈ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ｃｈｏｓｅ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Ｖｅｒｙ ｆｅｗ，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ｎｏｔｉｃ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ｏｒ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ｉｓ ｎｏｔ ａ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ｂｕｔ ｉｓ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ｔｏ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Ｍａｎｃｈｕ⁃Ｆｅａｔｕｒｅｄ Ｔｏｗｎ，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ｔｈｒｅ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ｔｗｏ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ｏｒ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Ｌｏｃａｌ ｅｌｉｔｅ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ｌｉｔｅｓ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ｌ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ｔｗｏ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ｔｈｅ ｏｎｅ ｉｓ ａ ｓｏｒｔ ｏｆ ｍｉｘｅ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ｉｓ ａ ｋｉｎｄ ｏｆ Ｍａｎｃｈｕ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ｎｔｉｑｕｉｔｉｅｓ． Ｔｈｅｓｅ ｔｗｏ ａｒｅ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ｉｔｙ． Ａｓ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ｓ ｗｈｏ ａｒｅ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ｄｕａｌｉｓｔ ｖｉｅｗ ｏｆ “ ｒｕｒａｌ ｖｓ ｕｒｂａｎ” ｔｒｅａｔ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ａｓ ｒｕｒ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Ｕｎｆｏｒｔｕｎａｔｅｌｙ，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ｓｔａｎｄｐｏｉｎｔｓ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ｐｅａｓａｎｔｓ ａｒｅ
ａｌｗａｙｓ ｉｇｎｏｒｅｄ． Ｉｎ ｓｕｍ，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ｔｏｗｎ ｗｉｔｈ ａ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ｉ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ａｎｄ
ｔｅｎｄｓ ｔｏ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 ｉｔｓｅｌｆ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ｈａｖｅ ｔｏ ｂｅ 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
ａｂｏｕｔ ｈｏｗ ｔｏ ｃｏｍｂｉｎ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ｈｏｗ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ｏｗｎ ｗｉｔｈ ａ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Ｌｏｃ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５４

第 ３ 期 郑中玉，于文洁 　 “特色”建构的多元主体与多元阐释


